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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与辛亥革命运动

李大钊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思想家。他在中国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早期中国共运的事迹，人多熟知。但他与前此

的辛亥革命运动的关系知者 年代末期写的《李大钊同甚少。

志革命史略》一文，曾说李大钊“原是辛亥革命时代的国民党

员”。 这是惟一言及李氏与辛亥革命关系的著述。虽则此话说得

笼统，兼且有可商榷的地方，对这种说法，迄今几十年来，国内

外研究李大钊的著作一直置之不理，未加探究，甚至加以否

笔者定。 分别在拙著《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以及用日文发

表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反传 兼论五四运动的源流》一统思想

文中，一再指出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时代，曾参与革命秘密组织，

并与身辛亥革命的起义工作。 由于为内容和体例所囿，拙著中

对李大钊这段革命活动的史迹并未有作具体而详细的考释。鉴于

近日海内外学界对李大钊的研究日盛，一些著述亦开始关注到辛

亥革命运动对李氏产生了影响的问题。可惜仅此而已，并未见有

新的进展。故此不惜仓促草成此文，根据有限的材料去考释李

大钊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以期抛砖引玉，引起研究工作者的注

意，着手进行调查和研究李大钊在辛亥时代的革命活动，为李氏

史学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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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革命事迹补上这段空白。

辛亥革命天津的重要领导人凌钺撰写的《滦州起义》是至今

能见到惟一记载了李大钊与辛亥革命运动的一手史料。据他记述

当时北方革命的发展情形说：

科举一停，学校大兴，北京为政治中心，津、保逼迩、

辅人文荟萃，闻见较广，故青年志士，不惜清家破产，不

辞跋山涉水，远道麇集，盛极一时。惟其来之远也，故不乏

英俊之士，以其来之众也，故不乏爱国之流，以当日国事之

非，强邻之逼人，于英俊爱国之耳目激荡其神经，安能不怒

发冲冠，拔剑挺起，以泄其悲歌慷慨之怀，会安重根刺伊藤

博文于哈尔滨，日本复侵占我间岛，青年之血，壮士之气，

更有不能隐忍之势。是时北洋学校，以天津为最盛，天津学

校又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人才为最多，思想最发达，而北洋

法政专门中，如凌钺、李大钊、胡宪、张良坤等富于国家思

想，革命志愿［ 早与革命同志秘密结合，默查当日士气

愤慨，遂以间岛问题招叙各校同学开扩大会议，公决推温世

霖、凌钺、胡宪等代表，要求实行改革。

以上一段文字，时间上虽则不大明确，但对天津学界在清末的革

命思想和活动的发展经过的叙述，却相当清楚。首先我们了解到

自废科举后（ 年）的二三年间，学界革命思想渐浓厚。李

大钊是在 年入北洋法政学校的，那时显然已怀有救国的革

命思想。李大钊的《狱中自述》说过“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

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一语可印证。 且早与凌钺等人秘密结合。

至于他们秘密结合在何时？凌文没有确实的说明。若据文中说是

在朝鲜志士安重根刺伊藤博文于哈尔滨（ 年 月）一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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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则李、凌等具有革命倾向的同学之秘密结合起来，或在

年末。待间岛事件发生，且发动扩大会议，则秘密组织当

年）之前。在间岛事件（ 当时即使在天津法政学校还有其

他的革命组 所以李大钊与凌钺等在织如“克复学会”等。

年组织了革命团体是可信的。他们又乘间岛事件发起扩大会议，

举行罢课运动，要求清廷开国会。然而此运动因清廷的压制而受

挫折。

经此挫折，加上在天津宣传革命的胡瑛为张之洞囚于狱中，

促使他们走上更积极的革命活动。据凌钺说：

革命同志久已愤恨，又经此挫折，势非团结前进不能立

足，由凌钺、王法勤、李大钊、胡宪等密约至日租界荣华里

开会，公决实行严密组织，广求同志。又以同盟会易引起敌

探的注意，特取避人耳目之手段组织北方共和会，总机关密

设于法租界梨栈生昌酒店。⋯⋯白雅雨闻风加入后，更介绍

其弟子北洋高等女师范学生张星华等十余人，暗募会费，密

运军火，宣传主义，探听敌情，京、津保各重地，盖无往而

不潜伏北方共和会之实力也。

照上文的文义，可见凌、李等人约在 年，至少是辛亥起事

前已组织了革命团体“共和会”。

年春，清政府决定秋季在永平（滦州附近）进行大规

模的军事演习，时驻奉天等地的新军准备在 月开赴滦州待命。

革命党人得到消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策动在滦州待命的新军届

时起义。正好这个时候，武昌起义成功，清廷下令取消演习，命

新军返回原地。时张绍曾拒命，被袁世凯下令剥夺军权，吴禄贞

被暗杀，蓝天蔚被迫离去，新军起义计划遭受挫折。有见于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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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雅雨、凌钺等遂召开共和会大会，组织敢死队，时签名者逾七

十人，推凌为队长，并组织队员十八人分组到滦州，鼓励该地驻

军起义。他们联络了新军第廿镇中下级军官王金铭、施从云等

年 月人。 日，南京组织了临时政府，孙中山被选为临

时总统， 月滦州军遂在 日成立军政府，王金铭任大都督，张

建功为副都督，施从云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白雅雨为参谋长，

凌 为敢死队队长兼外交部长。次日誓师，宣布独立。但通

（州）永（平）镇总兵王怀庆叛变，由唐山附近向起义军反扑。

起义军有见于此，遂离滦西行，计划先取天津，再攻北京，然而

张建功叛变，拒不开拔，封锁滦州，并向王怀庆通报军情。起义

军遂突围，到了雷庄，被王怀庆的援兵曹锟军包围，革命军败，

白雅雨、施从云等人牺牲。

天津地区的起义，实是由同盟会、铁血会、振武社、急进

会、共和会等革命团体组成的北方革命协会的共同行动。 所以

当事人在日后回忆其时的内情、经过与人物所起的作用，不尽相

同。但天津共和会对滦州起义运动用力最多，而且大部分优秀分

子参加了这个运动 ，雷庄的失败，令白雅雨等壮烈牺牲，敢死

队中人余皆不知下落。面对这种局面，凌钺描述共和会会员当时

的状况说：

如马浩、汪瀛、李大钊⋯⋯等数十余人，或愤恨而悲痛

失声，或疾首痛心而莫知所措，或搔首问天愤不欲生，或疑

信参半化装亲至唐山、开平、大冶等地密探真象，悲歌慷

慨，惨极一时。

由以上的叙述，得见李大钊与共和党人一同参加了辛亥年的起义

工作，至于是否敢死队队员，因无确据，不敢妄下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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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北议和，共和党人极力阻止，由于大势所趋，让袁事

成。共和党很多会员以此局面是“私相授受”，而“抱失策之

恨”。故此与袁世凯等军阀势力，一直势不两立。所以自袁世凯

统治民国以来，共和党人一直受到压制和毒害，加上后继的主持

人领导乏力，而渐溃散。

凌文是记述李大钊与辛亥革命关系的惟一的一手史料，其真

实性可由李氏一些文章获得佐证。

年 月 日李大钊在《甲寅月首先， 刊》曾撰一文，

报道他母校的近况。其中说：

清季天津学生之与请开国会运动，革命运动者以斯校徒

为最激烈。卒以是为官僚所疾视，屡谋所以破坏而未遂。武

昌起义时袁世凯由河南向武汉出发之前，即电天津总督谓宜

注意防范斯校，其生徒精神之活泼有如此者。民国成立后，

以改革之业告成，乃潜心读书，不与闻外事，而斯校亦渐缩

少，另名为直隶法政专门学校，非复曩者之盛矣！

另外，李大钊对辛亥年为起义而牺牲的志士，日后一再为文悼

念。首先在 年的《旅行日记》上说：

天将破晓，过雷庄，猛忆此为滦州革命失败之地，白亚

雨、王金铭、施从云二队官及其他诸烈士，均于此地就义

焉。⋯⋯他日崇德纪功，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像，以

表彰之。

又在《五峰游记》一文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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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滦州车站⋯⋯有一标在此起义，众不敌失败，营长施

从云、王金铭，参谋长白亚雨等殉难，这是历史上的纪念

地。

将李大钊以上的文字，再参照上文所述，见到他对天津革命的内

情和经过相当了解；对殉难烈士一再为文悼念，情深一往。这都

不难体会，这是过来人语，知内情人语。

最后还有一点要申述的。首先，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时代曾发

起革命秘密团体，并与身辛亥革命起义的工作，应确有其事。但

关于天津共和会，甚至在东北的其他小革命团体之与同盟会的关

系，各人记载不同，众说纷纭。这是研究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课

题。天津共和会中人很多是同盟会员，但亦不见得所有共和会人

都是同盟会员。所以李大钊是否属同盟会的会员，正反两面证

据，皆付之阙如。不过华应申一书中说李大钊是“国民党员”

则无资料可凭。进入民国，李大钊 年在北京曾与社会党领

导人陈翼龙认识，经介绍人社会党，后并担任天津社会党总干

反而不见事。 有与国民党有联系的线索。

其次，李大钊在民国初建，至袁世凯覆灭，对袁氏称帝以及

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等反动行为，一贯强烈反对。无论在国

内在日本，无论在言论和行动上，都积极参与反袁的革命工作，

这是较为人所知的。这种态度与李大钊辛亥革命时代，在天津的

革命过程中，对以袁世凯为首等北洋军阀的本质，及早有较真切

的体认不无关系。

注释：

①载华应申编：《中国共产党烈士传》，新民主出版社（香港）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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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② 如

）等。

③《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香港中文 页；年版，第大学出版社

兼论五四运动的源流》，载日本广岛史学会编：《史《辛亥革命时期的反传统思想

学研究》 号， 年 月。

如《李大钊传》编写组编：《李 年版；罗宝轩、大钊传》，人民出版社

张莹：《革命先烈 年第三期，总 期等。李大钊》，载《历史教学》月刊，

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 年版（台北）。

黄真、朱乔森：《李大钊烈士生平活动年表》，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

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 年版。》第一辑，北京出版社

于树德：《回忆滦州起义与共和会》，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年版，第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中华书局

页 。

同注 。

但很多当事人却谓共和会组织于武昌起义之后，并谓组织人是白雅雨。（见

于树德前引文，第 页。）但综合其他诸人的回忆，共和会的组成应在武昌

起义前。（见南琴轩：《辛亥滦州起义》，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

页；乙巳俱乐部：（辛亥滦州光复史概要》，载册，第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

献》第二编第五册，第 页。）

关于敢死队人数也有不同说法，有谓十八人（见前南琴轩和乙巳俱乐部两

文）；有谓十四人（见于树德前引文，第 页）；有称民兵为二十余人（王葆真：

（滦州起义及北方革命运动简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 页）。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

五册，第 页。

参看凌钺：《滦州起义》、于树德：《回忆滦州起义与共和会》二文。

凌钺：《滦州起义》，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第

页。

刘埜：《李大钊同志的一篇佚文》，载《教学与研究》， 年第四期。

原载（甲寅月刊） 号，今转引自陈有清：《李大钊的老师白毓昆烈士》，

载（革命文物 年第四期。》（双月刊），

原载（新生活》， 年第二期，今转引自上引的（李大钊 页。传》，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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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原载（开卷）

乙巳俱乐部：《辛亥滦州光复概要》，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

页；刘清杨：《辛亥革命时期的天津共和会》编第五册，第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中华书局

页年版，第 。

顾颉刚、曹绥之、曹嘉荫：《中国社会党和陈翼龙的死》，载《辛亥革命回

忆录》第六集，第

月号）香港］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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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五四知识分子

年初，改组中国国民党并推行国共合作的政策，应是

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发展。孙中山革命

事业这种巨大发展的促成，与其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转变攸关，

年自不待言。其中，以 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日益高涨的知识

青年的爱国运动，及革命思潮的澎湃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影响，

至为明显和重大。

孙中山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以及该运动之对孙中山的具体影

响，国内外学者已有研 本论文是在这些究并取得很好的成果。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专就五四运动前后，孙中山之与北京大学和

《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和积极从事救国

运动的知识青年之间的关系和演变的过程，作些整理和疏解的工

作，希望有助于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历史的认识

年 月 日爆发的“五四运动”，乃孕育于前之几年发

轫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则经“五四运动”而得“波

涛汹涌，弥漫全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和指导者，主要是

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所结集起来的知识分子为主；“五四运

动”的发端，乃始于以北京大学等专上学校为首的青年学生，这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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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共识的历史事实。到了五四前后，无论是倡导新文化运动的

知识分子抑或是推动救国运动的青年学生，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

治派系和势力中，隐然勃兴成一股新的革新力量，为以后的国民

革命奠下了基础。

过往，关于孙中山及当时的国民党之与推动五四新文化和救

国运动的新兴革新力量的关系，颇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以罗家伦和黄季陆等人所代表的看法，颇强调了这个

运动及其推动力量之与孙中山的关系， 不少史家也颇承其说。

其中黄季陆的看法最能概括这种观点。他认为：

五四运动的成因，实导源于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的

发展与继续。这是一个争议不息的问题，不得不加以剖析。

要对这一个问题有充分的了解，蔡元培先生所领导的北京大

学和他本人的历史，他与中国革命及其与中山先生个人间的

关系的明白，是十分重要的。

他以蔡元培在考虑接受当时北京政府的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时，

在上海曾遭受部分旧日同志的反对。相对于此，孙中山对蔡元培

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却予以赞成的这件事，遂谓“证明中山

先生真有眼光和风度。使蔡元培把革命的精神传播到北京去。若

再加以蔡先生新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与孙中山函件的交往，更知

孙中山所依赖于蔡先生的地方，是早有安排和打算的。黄氏进一

步说：

蔡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工作，是革命党隐伏在北方文化教

育方面的一着棋。民国八年（ 年）的五四爱国运动，

如果说北京大学是当时思想策动的中心，那末其中心人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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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也就是蔡元培先生。五四运动的真实意义是国民革命的发

展和继续，是固蔽的思想、文化的突破，亦即是另一种形式

的首都革命。把当日旧势力集中的北京沉闷的局势翻造过

来，影响及全国，使国民革命获得蓬勃便利的发展。当然，

隐伏在北方的革命棋子不止蔡先生一人，其他的人和其他的

因素很多，蔡先生不过是一显著的代表者。⋯⋯据我所知蔡

先生在北大期间所聘请的教授中尚有陈独秀、石瑛、王雪

艇、张颐、贺子才、马叙伦、朱家骅、李石曾、吴稚晖诸先

生，都是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同盟会会员。他们各自到校的

时间虽无暇考证。但他们当中有的是新文化运动文学运动及

影响五四 年）北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民国十五年（

伐前在北京主持对军阀斗争的领导人物。

归结上述所说，黄季陆之强调孙中山之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其根

据是由于蔡元培等人的与同盟会的关系。这种根据不仅迂曲笼

统，且词多臆测，缺具体资料的证明。

辛亥革命时期，蔡元培是孙中山的重要革命同志；在五四新

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中，蔡元培也担当了“护法”的角色，这都

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层关系并不能证明孙中山领导和影响了五

四运动，其理也甚明。何况，由现今资料所见，蔡元培之到北京

大学，并非出于孙中山和当时的国民党作为革命策略的着意安

排。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校长后之与孙中山的来往书信，所道及

的都是无关乎现实政治的其他事情。 五四时代的蔡元培毋宁说

是有意摆脱现实的政治，而专志于文化思想和教育工作上去。甚

至可以说，其间，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倾向无政府主义的

国民党人是与孙中山的关系最是疏离的一段时期 月年。

日，蔡氏履任北大校长不久，给汪精卫一函中就明白表示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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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

危为安。而在国外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

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之任之者，亦在

此。⋯⋯弟进京后，受各政团招待时，竟老实揭示不涉政界

之决心。

印证这段时期蔡元培的思想和行动，他所说“不涉政界之决心”

的思想态度是真实的。蔡元培的这种要摆脱现实政治活动，而从

文化教育入手去改造当时中国的愿望是五四运动前以北京大学和

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的共通的思想和态度。

上引黄季陆列举蔡元培出掌北大所聘用的教授中属同盟会会

员者，如陈独秀等并非同盟会会员，石瑛、贺子才等确是同盟会

会员，然而在五四运动中无甚表现，不大活跃。除此而外，时任

教于北大而属同盟会籍尚大有人在，如黄季刚、黄晦闻等，他们

在五四运动并不活跃，甚至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

当然，如果作历史性的分析，五四运动的发生，曾受过孙中

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影响，或谓蔡元培等原辛亥革命党人

在北大推动新思潮运动，客观上为以后的政治形势的发展起了作

用，都是无可置疑的。这样的历史性的分析跟具体地说五四运动

来自孙中山的领导和影响，层次不同。

相对于黄季陆和罗家伦等人的观点，关于孙中山之与五四运

动的关系，另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长期以来，与国共两方面的

政治人物有过密切的来往，而且谙于近代政治掌故的曹聚仁

认为：

其实领导五四运动的文化人，并没有一个是属于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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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孙中山本人就主张保持旧文体，不十分赞成白话

文的，他也在提倡什么旧道德，和新青年派的反封建观点是

相反的。站在新文化的激进线上，研究梁启超派所创办的北

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其在文化上所尽的人力，远

在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之上。至于共产党的成

立，那是后来的事。那时的陈独秀乃是属于新青年社，并不

曾参加社会主义团体。五四运动乃是一群知识青年觉悟了以

后的集团行动，几乎和任何团体没有直接关系的。

曹氏这一段话，虽不都妥帖，不过有两点看法是很值得注意

的。第一，他认为孙中山和当时的国民党与五四文化运动和爱国

运动没有什么关系；第二，五四运动是一群觉悟后的知识青年的

集团行动，与当时现存的政治团体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个看法

颇合乎历史事实的。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橘朴的“作为中国民族

运动的五四运动的思想背景”一文也认为：在民国后特别是

年，青年学生已成为改革的中心力量。当时作为中国的民

族革命运动的指导和赞助者，最具影响力的，首先是北京大学一

派，其次是孙中山一派。文中橘朴进一步说，辛亥革命之后，孙

中山一派因受袁世凯为中心的军阀势力的压制，到 年在中

国思想界无多大的改进，反而同年末的文学革命却勃兴起来，直

到 年，北京大学一派却成为青年学生最大的指导势力，云

云。

曹聚仁和橘朴的看法，虽无在资料上作出详细的佐证，但确

实能道出五四前后思想界的变化。其时，青年学生已成为一股新

的革新力量，而新青年和北大的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势力也有别于

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政治势力。

年代初期，在中国政治运动中曾起过举足轻重的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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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驻中国代表马林，也有与曹聚仁和橘朴接近的看法。他在

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国民党运动之过去及将来》中，

道：

当爱国精神表现的时候，当国民革命发达的时候，我们

看不见辛亥革命的国民党。例如 年）学：民国八年（

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 年）

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很可以举许

多例来指出国民党在学生会、商会和别种团体对列强屈辱中

国做示威运动的时候，没有能在其中指导和促进。无怪乎五

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

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的名字

也没有提起。国民党所以不能得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不是

没有理由的。

马林的看法应是基于一种观察，相当反映了当时的实在。总的来

说， 年起学生的爱国运动渐趋活跃而且形成一股新兴的革

命力量。以北大和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寝然

成为青年运动的指导力量。相对于此，孙中山和当时仍算是中国

政治主导势力的国民党，在五四期间特别是 年以前，对这

股新兴的革新力量不仅不能作有效的指导，甚至呈现了疏离的现

象

由现有资料所见，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

运动的倡导力量，在五四运动前，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治势力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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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不大。反而，一种要求摆脱和超越包括当时的国民党在内的

既存的政治势力的言论，五四运动前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的文

章中，屡有所见。譬如，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同时是（新青

年）杂志的创办人的陈独秀，在所撰“一九一六年”一文中，即

揭示要“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他认为“政党政治，

将随 年为过去之长物，业不适用于今日中国也” 另在

“答汪叔潜（政党政治）”一公开信中，陈氏强调要区别政党政治

和国民政治，表明《新青年》所从事的是求国民觉悟的国民政

治。甚至 月年 日“本志宣言”中，陈氏仍强调“我在

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运动，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

绝关系”。胡适日后屡屡提及，说当时《新青年》杂志同人有

年不谈政治之理想”的一番话，是为人所熟悉的。 如果我们

不怀疑胡适这番话的真实性，又将这句话理解为不具体谈现实政

治和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话，这句话确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

者在五四前期的态度。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的扩大，以北大和《新青年》所结

集起来的一群隐然成为进步青年最有力的指导力量，也因此在他

们间逐渐形成了相当浓厚的自成势力集团意识。 年五四运

动的发生，充分体现了这个指导势力的影响力，不过经此运动也

促成了这个指导势力的明显分化。 即使在公开分化的五四后期，

他们的自成势力的集团意识仍旧存在。 年初，距全力协助

孙中山推动国民党的改组为时不远，且因《问题与主义》而公开

论争的时候，李大钊曾给胡适一封信，内中说到：

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

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

如国民党系看见这些系的垂涎，便不免起点醋意，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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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厌。

这种以北大为中心，自别于各党派甚至包括了国民党在内的派别

思想，不难在这封信中充分反映出来。

国民党与五四运动关系不大，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倡导者沈

尹默曾有过一段论述：

当时国民党方面只有孙中山先生重视这一运动，能利用

它革新了自己的思想，订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

策，关系后来的革命是很大的。其外的党人们，则不见受到

多大的影响，甚至有些元老们如戴季陶等还有点漠视这个运

动，因而嫉视到北大，并且非难到蔡孑民先生，这是要争革

命首功的心理所造成的思想，那便不足道了。

所论虽指的是五四运动后的事，这也反映了国民党与五四运动之

间的疏离情况。五四运动后国民党中除了孙中山外，廖仲恺、朱

执信和邵力子等人也注重五四运动且深受影响。不过，其中确以

孙中山最具关键性。

细加考核，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

者，不一定都是同盟会会员或国民党党员，不过值得注意的，他

们在清末民初期间，大都是曾与身革命运动或站在革命的立场

的。其中蔡元培不用说，至于陈独秀、鲁迅、潘赞化、陈大齐、

沈尹默和钱玄同等，都是辛亥革命时期江浙地区的资深党人。比

以上诸人为年轻的一辈如刘叔雅、李大钊、易白沙、高语罕、高

一涵、刘半农、李辛白等也是辛亥革命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另外

如陶履恭、朱希祖、杨昌济、沈兼士、周作人甚至胡适之在清末

民初，立场是倾向革命派这一边的。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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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属辛亥革命运动中人。

这个原属辛亥革命运动革命党人的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力量，

五四前后之所以自别和疏离在当时仍代表革命实力派和主流派的

国民党的缘由，革命派系的分歧、文化修养和教育背景的不同、

地域性的人际关系的影响，都是部分的理由。然而经二次革命的

挫败，国民党或中华革命党仍一如过往，专注于上层的政治活动

和诉之于军事行动，在革命思想和方法未见有改弦更张的情况

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却代表了思想界的新趋势，他们在如何

挽救和改造中国在思想和方法上都有进一步的认识，这应是他们

与国民党势力疏离的最重要的理由。当然民国成立后，国民党的

腐败也足令进步的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感到失望而加以离弃。这

种事实，其时的国民党重要干部于右任就曾慨然分析过，说：

中国政治界之黑暗，亦可谓极矣。爱国之政治家必须相

互结合以自厚其势力，庶可以与此黑暗势力相搏斗，国民党

即从事于此等搏斗之一种结合也。国民党之搏斗，十余年未

有奏效，考察其故，以为有二：一，国民党本身之须刷新

也。国民党自以同盟会完成辛亥革命之功，旧时同志既不免

偶染官僚恶习，而民国初立，入党之分子更不免有复杂冒

；中间经二次革命之顿挫，党员穷困，亦多失其所宗。故

其与党也，遂不免貌合神离，为后诟病。⋯⋯二，有力同志

之未尽加入国民党也。民国自被袁氏蹂躏，一般学人颇致疑

于政治活动之未足以救国，及后稍有觉悟，又多泛滥于高远

无着落之各派社会主义。近两三年，始渐闻有认定应为政治

活动之社会党（即陈独秀君所组织），然此等社会党对于国

民党们不免若即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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